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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学界对于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偏差的解释形成了技术视角、体制
视角、利益视角和环境视角等研究角度。 本文立足环境视角并借鉴其他视
角的相关成果，通过对 Ｎ 村农村低保实施过程的深度考察，运用福利治理
的分析框架，阐释了中国转型期乡土社会农村低保的运作过程，揭示了政
策目标定位偏差发生的逻辑。 研究发现，基层福利治理是导致农村低保目
标定位偏差的深层原因，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关系与治理过程构成的
基层福利治理结构与机制导致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变通。 进
而，本研究探讨了基层福利治理与所嵌入的乡土社会环境的关系，揭示了
受后者约制的乡土福利治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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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自 ２００７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

通知》（国发〔２００７〕１９ 号）以来，我国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后文

中简称“农村低保”）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各种偏差也屡屡

发生，特别是错保、漏保现象一直颇受诟病。 早在制度实施之初，崔树

义等人对山东省农村低保的调查就显示，６６％的低保对象是由村镇干

部指定的（崔树义等，２００９）。 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指出，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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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农村低保的融入错误（收入高于低保线的人被纳入低保）为

８６％ ，排除错误（收入低于低保线的人被排除在低保之外）为 ８９％ 。①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课题组② ２０１０ 年对江西、安
徽、河南、陕西和甘肃等五省 ３２４ 个村的 ９１０７ 个农户抽样调查发现，超
过 ７０％的贫困农户无法获得低保救助，同时至少有 ４３ ６％的实保户为

非贫困户（韩华为、徐月宾，２０１４）。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低保制度也

在不断改进、完善之中，但各种 “问题保” 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２０１３ 年民政部对全国城乡困难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 １０ ９％的

农村困难家庭没有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王杰秀主编，２０１４：
２４２）。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甘肃“杨改兰事件”的发生，将农村低保制度再次

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社会政策研究中，农村低保中的错保、漏保等偏差现象属于社会

政策目标定位探讨范围。 目标定位被理解为社会福利支出目标指向的

一种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吉尔伯特，２００４：３ － ４；Ｇｒｏｓｈ，１９９４）。 广

义上，任何社会福利相关受益人的确定都可称为目标定位。 而在狭义

层面，目标定位则是以贫困程度或需求程度为尺度，把福利资源分配给

“最需要或最贫困人群”的过程（Ｂｅｓ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Ｇｉｌｂｅｒｔ，２００１）。 其

实质是对救助对象进行资格认定的过程（李迎生、李泉然，２０１５）。 农

村低保中的错保、漏保现象就属于狭义上的目标定位偏差。 对于这一

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积累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既有的研究大体上可

概括为四种解释视角：技术视角、体制视角、利益视角和环境视角。
从技术视角看，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制度设计及社会政策所嵌入的

社会环境两个方面都会存在定位偏差的可能性。 从目标定位操作技术

角度看，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制度设计本身存在问题会导致目标定位发

生偏差（ｖａｎ Ｄｉｎ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如贫困线的设定是否合理（Ｓｋｏｕｆｉａｓ ＆
Ｃｏａｄｙ， ２００２）、目标定位方法的选择是否恰当 （ Ｈｏｕｓｓｏｕ ＆ Ｚｅｌｌｅｒ，
２０１２）等；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角度看，目标定位技术内在的简约化和

通用性要求与社会环境的复杂现实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政策执行中出现

５４

论 文 福利治理、政策执行与社会政策目标定位

①

②

参见世界银行官网 （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２６２３６１４６７９９７２５７２９０ ／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ｓ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ｍｉｎｉｍｕｍ⁃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ｐｒｏｇｒａｍ）。
该课题为北京师范大学青年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低保政策的运作状况及

反贫困效果研究”。



偏差，这被认为是政策执行偏差的技术难题（李棉管，２０１７）。 贫困群

体及贫困地区的多元性、家庭收入核算的难易程度以及核查内容的多

样化等复杂的客观环境因素在面对统一、简约的目标定位机制时，必然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政策偏差（Ｖａｄａｐａｌｌｉ， ２００９）。
体制视角主要是从政策运行的科层系统层面探求社会政策目标定

位出现偏差的原因，发展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解释路径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１９８６；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１９８７；ＤｅＬｅｏｎ ＆ ＤｅＬｅｏｎ， ２００２）。 自上而

下的解释路径主要是从政策执行所处的科层组织结构形态来看对政策

执行效度的影响，以此来分析政策执行产生偏差的原因（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
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４；Ｎａｙ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Ｍｅｙｅｒｓ ＆ Ｖｏｒｓａｎｇｅｒ，２００７）。 如果科

层系统的政策执行链条过长，上下级部门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式的

政策执行模式 （ Ｂｒａｕｎ， １９９３； Ｇａｒｅｎ， １９９４； Ｇｕｓｔｏｎ， １９９６； 谭秋成，
２００８），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政策监管还存在软化问题，因而政策在

执行过程中就极易出现偏差（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 １９９１；薛立强、杨
书文，２０１６）。 自下而上的解释路径则主要关注处于科层体系末稍的

一线工作者的具体政策执行行为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这些工作人员被

称作“街头官僚”（Ｌｉｐｓｋｙ， １９８０），他们在政策执行中所拥有的“自由裁

量权”是学者关注的核心所在（Ｔｕｍｍｅｒｓ ＆ Ｂｅｋｋｅｒｓ， ２０１４）。 “自由裁

量权”的大小、运用得当与否被认为是影响政策执行偏差的关键因素

（Ｍａｙｎａｒｄ⁃Ｍｏｏｄ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Ｍ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 １９９９）。
利益视角则主要是将政策执行相关主体看作是具有自我利益意识

的利益主体。 政策执行主体为了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与其他相关

主体展开博弈，由此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政策敷衍、政策截留、
政策替代以及政策附加等形式的偏差（ ｖａｎ Ｄｉｎ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丁煌，
２００４；周国雄，２００７；陶郁等，２０１６）。 一方面，当同一政策在同级不同部

门之间的执行过程中存在利益冲突或分化时，便可能发生利益博弈或

政策敷衍现象，进而导致政策执行分化或走样（ＯＴｏｏｌｅ， １９９５）。 陈家

建等人（２０１３）以妇女小额贷款为例，考察了相关部门对这一政策的执

行态度，发现部门利益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执行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当上下级部门之间利益不一致时，政策执行过程就会常常出

现基层政府与其上一级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种策略共同应对来自更上

级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检查监督的“共谋”现象（周雪光，２００８）。
环境视角考察政策运行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是新近兴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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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这一视角关注政策执行的情境性（Ｇｒｉｎｄｌｅ， ２０１７：３ － １３），研究

者认为，任何政策的执行都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嵌入于地方情境并

受地方传统规范的约束，当政策执行与地方情境出现冲突或不一致时，
地方情境就会通过“教化”政策执行主体、客体遵循地方规范，进而约

制执行主体的相关决策，同时政策执行也会遭遇阻力，致使政策执行走

样（Ｐａｌａｎｉｔｈｕｒａｉ，２００５；吴小建、王家峰，２０１１）。 在福利政策执行上，地
方福利文化同样会影响到目标定位，如果福利政策的执行不能很好地

兼顾福利污名化问题，就极易造成政策目标定位偏差（Ｌｉ ＆ Ｗａｌｋｅｒ，
２０１６）。 也有学者关注到社会治理对社会政策执行的影响，提出了一

些有价值的观点 （ Ｊｏ， ２００１； Ｇｌｅｎｄｉｎｎ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Ｅｖｅｒｓ， ２００５；
Ｄｅａｃｏｎ，２００７；Ｂｉｆｕｌｃｏ ＆ Ｃｅｎｔｅｍｅｒｉ， ２００８）。 总之，环境视角认为政策是

在由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所编织的“制度网”中运行的，政策执行

的情境对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行为起着规范作用（吴小建、王
家峰，２０１１），并通过“规范”和“教化”影响着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

总体上，技术视角侧重于解释客观环境的复杂性与社会政策目标

定位技术的局限性，认为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出现偏差具有客观必然性；
体制视角偏重于从政府科层体系的运作来解释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利
益视角借用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探讨主体利益分化对政策执行偏差的

影响。 运用这三种解释视角的研究在政策科学领域已取得较大进展，
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刘晓梅， ２０１０；陈家建等， ２０１３）。 但这三种研究

思路已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状况，经验材料虽不断累积，但理论仍很贫

乏（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 此外，体制、利益解释视角将研究焦点放在

政府的微观过程和机制方面，关注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采取的具体行为

和策略，这种研究思路虽然能找到政策目标定位偏差的直接原因，但很

少能对政府政策实践的条件（环境）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行

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联。 环境视角探求政策执行系统所处的情境

性因素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前几种视角的批判继

承、整合与超越。 环境视角克服了技术视角、体制视角和利益视角主要

从技术层面、微观过程与机制来讨论政策运作的局限，而将政策运作过

程放到更宽广的视阈加以探讨，因此，该视角的运用蕴含着理论突破的

新契机和希望，对决策部门政策创新也更具参考价值。
本文将以农村低保为研究对象，运用经验研究方法，在批判地借鉴

相关研究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回答以下问题：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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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如何受到基层社会环境的影响；为避免泛泛而谈，将借鉴现代治理理

论并结合社会福利学理，建立一个福利治理的分析框架，着重分析基层

福利治理环境对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实践的影响，进而讨论当前制约基

层社会政策实践的福利治理环境的深层背景———转型中的乡土社会，
分析受乡土场域形塑的基层福利治理的模式化特征，以期将学界对社

会政策目标定位偏差发生机制的研究推进一步。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本文意在探求环境因素对社会政策执行的影响，重点探讨基层福

利治理（直接环境）对社会政策执行的影响。 由于农村低保执行的场

域是乡土社会，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求乡土场域是如何形塑基层的福

利治理，并经由福利治理影响社会政策的执行。 也就是说，本文将福利

治理嵌入到具体的地方情境中，以此来揭示特定福利治理导致社会政

策目标定位偏差的逻辑。

（一）福利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１ 福利治理的两重意涵

“福利治理”是 ２０ 世纪末以来西方福利社会建设的最新趋势之

一，其本质是将“治理”的理念与方法引入社会福利领域的一种实践主

张（Ｍｅｒｒｉｅｎ， １９９８；Ｂｏｄｅ， ２００６；钱宁，２０１４），“治理”为研究福利提供了

一种新的视角（Ｂｕｒａ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福利治理”概念的使用主要有两

重意涵：一是对福利的治理，指通过多元主体结构的重新组合、权力 ／权
威形式的重新调整、作用机制的重新融合，从而实现特定福利目标的系

统性实践（Ｊｅｓｓｏｐ，１９９９；韩央迪，２０１２）。 这一意义的福利治理旨在对

传统国家（政府）范式下的福利发展模式和机制进行反思、优化和超越

（Ｆｒａｈｍ ＆ 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０９；彭华民，２０１６），其根本目的是更有效地满足特

定人群的福祉需要。 在此过程中，“福利”是治理的对象、治理的内容。
二是以福利进行治理，指国家（政府或其他主体）借助福利政策、福利

资源和福利计划进行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 这一意义的福利治理实质

是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对福利要素的结构性吸纳，其根本目的是维护

社会的稳定或常态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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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研究者关注到了第一重意涵下的福利治理，强调其对于福

利建设范式转变的革命性意义。 相比而言，第二重意涵下的福利治理

即所谓“治理吸纳福利” （孙嫱，２０１６）却较少被研究者提及。 实际上，
近年来在我国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强调建立共建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背景下，社会福利已经在无形之中被纳入社会

治理序列，成为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工具、资源或手段。 这一现象无论

是对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还是对于社会治理的整体成效均产生着深远

的影响。
比较福利治理的两重意涵，第一重意涵的福利治理，其根本落脚点

在于满足特定人群的现实需要。 在此逻辑下，社会政策的出发点即定

位于特定的目标人群，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指向即为生活最为

贫困的人群。 第二重意涵的福利治理，其根本落脚点在于维护社会的

常态化运行。 在此逻辑下，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均应满足当下最为

现实、紧迫的社会需要或治理需要。
理论上，两重意涵的福利治理其目标落脚点可以是统一的、一致

的，通过满足目标人群的福利需求达到维护社会常态化运行的目的。
但在实践中，二者往往存在着矛盾乃至冲突，尤其是在乡土社会治理手

段有限的情况下，福利可能被当作“维稳”的工具之一，满足特定的目

标人群的福利需求反而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被忽视。
２ 福利治理：分析的维度

对“治理”本质的分析，有助于厘清福利治理的内在结构与机制。
学者一般是从主体、性质、关系、目标和过程等维度出发，在现代社会治

理模式与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比较中揭示“治理”的本质。 例如，梅瑞

狄斯·爱德华兹（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Ｅｄｗａｒｄｓ）、约翰·哈利根（Ｊｏｈｎ Ｈａｌｌｉｇａｎ）等人

认为，治理涉及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模式，权力的行

使过程及其信念等（Ｅｄｗａｒｄ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有中国学者认为，从社会管

理到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从单向指令到双向互动的过程；由政府动员式

的参与到平等、共治、伙伴式的参与；社会管理是控制和统治的过程，而
社会治理则是民主、协商与合作的过程；总之，社会治理强调“多元的、
互动的、参与的、透明的、法治的”治理方式（李强，２０１４）。 有学者认

为，在治理性质上，社会管理属于管制或统治的性质，而治理则着眼于

现代国家的能力建设；在治理目标上，社会治理强调标本兼治，这与强

制维稳式的管理以及工具性的创新社会管理不同；在治理关系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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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权力关系十分明显，而治理则强调多方参与、协商合作（王思

斌，２０１４）。 也有学者概括了社会治理的四个典型特征，即强调“过
程”、倡导“调和”、兼顾“多元”、注重“互动” （唐钧，２０１５）。 基于学界

对治理的分析，我们提炼出了把握“治理”内涵的四个维度，即治理理

念、治理目标、治理关系和治理过程。
治理内涵的四个维度共同揭示福利治理的内在本质和机制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部分之间是有联系的，
它们是一个完整福利治理模型的要素。 不同的治理模型会有不同的治

理理念、治理目标和治理关系，相应的治理过程也不一致。 具体来说，
治理理念是福利治理的内在依据，治理目标是福利治理的推进方向，治
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福利治理的行动模式，治理过程的运作规则

决定着福利治理的成效或质量。 从国内外的实践看，一个理想的、成熟

的福利治理场域，应当以法治理念为根本性行动依据，以社会公正为整

体性行动导向，建立起合作共治、平等协商的主体关系，同时确保整个

治理过程的民主、开放与透明。
３ 乡土场域中的福利治理

在具体实践中，福利治理必然会嵌入特定的社会环境，这里“特定

的社会环境”就是福利治理的“场域”。 布迪厄对场域解释的基本含义

有三：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而非地理空间），每一个子场域

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二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而非

实体系统），即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三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而非静止不动的场所） （布迪厄、华康德，
１９９８：１３４ － １４５）。 在此意义上，特定的、多重关系所型构的乡土社会无

疑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博弈的空间场域，而嵌入于其中的福利治理则构

成了乡土社会场域的一个子场域。 这个时候，乡土场域便成为福利治

理所赖以立足的基础或外在环境。
福利治理与乡土场域之间既是一种嵌入与被嵌入的关系，也是一

种相互影响、彼此互构的关系。 一方面，乡土场域中的各种要素、资源、
规则、网络及其博弈必然会对福利治理的运行产生一定影响和约制；另
一方面，福利治理场域在运行过程中也会对乡土场域中的社会关系、秩
序和要素等产生影响。 这种互动互构的关系是社会政策在乡土社会实

施中所面对的最为直接、现实和重要的背景因素。 就此而言，福利治理

与乡土场域之间的互动内容、机制、过程及结果等，无疑是社会政策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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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理应关注的内容（Ｐｅｉｌｌｏｎ， １９９８）。
福利治理与特定的乡土场域之间实际是一种互嵌关系，但为了方

便分析，本文仅将其视为一种嵌入与被嵌入的关系。 在乡土场域、福利

治理和社会政策运行三者的关系中，福利治理场域扮演着核心、关键的

作用，社会政策的执行成为福利治理的重要内容，福利治理场域构成了

社会政策运行最为直接的结构因素。 可以说，福利治理场域对于社会

政策的运行是一种硬性的、规定性的和直接的约制。 通过对特定乡土场

域对福利治理机制的影响进行剖析，我们发现了当下乡村福利治理的特

征，这有助于揭示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制度设计在乡土场域失灵的根源。

（二）研究方法与概况

本文从问题出发，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收集材料，基于福利治理的分

析框架，剥离出导致社会政策（农村低保）目标定位偏差的深层逻辑。
在具体的方法运用上，我们主要采用了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

以及文献研究。 在参与式观察上，主要是针对民政部门与低保相关的

软硬件设施建设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涉及低保工作人员的配备、办公环

境、设施，低保档案材料保管以及公示及监督机制等。 在半结构式访谈

中，访谈对象一部分是低保实施主体，包括 Ｎ 村低保专员、Ｍ 乡分管低

保的副乡长及民政所所长、Ｙ 县民政局分管低保的副局长及 Ｙ 县农村

低保办主任等；另一部分是相关客体，包括低保户、低保申请户、一般村

民等。 另外，我们还搜集了中央政府及民政部门、调查地地方政府及相

关部门的低保文件、低保工作资料和相关中外文献。
２０１４ 年初，我们以 Ｈ 省 Ｙ 县Ｍ 乡 Ｎ 村为调查点，重点对 Ｎ 村低保

专员、低保户以及普通村民进行了访谈，并探访了 Ｙ 县民政局、农村低

保办以及 Ｍ 乡民政所等低保主管部门，形成了初步的访谈材料。 这次

深入调查使我们对低保目标定位偏差的现象及原因有了初步认知。 结

合文献梳理，我们对 Ｎ 村低保的调查一直持续到 ２０１６ 年。 在此期间，
我们共访谈低保相关管理人员 ８ 人、低保户 ２８ 户、低保申请户 ３１ 户

（包括申请失败和正在申请的）、一般村民 ３６ 人，逐步深入的调研使得

我们的思考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
Ｎ 村地处淮河北岸，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全村共有 ４２０ 户，分为 １１ 个

村民小组（“撤乡并村”后变为了 ９ 个），总人口 ２２０１ 人，其中外出务工

人员 ９７０ 人。 Ｎ 村的年人均收入约 ４８００ 元，贫困人口超过 ４０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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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底，Ｎ 村低保标准为 １１５ 元 ／人·月。Ｎ 村农民的收入来源比较单

一，主要依赖种植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获取生活来源。
Ｎ 村 ２０１１ 年底有低保户 ５１ 户，到 ２０１４ 年底则猛增到 １３１ 户，三

年间增加了 ８０ 户。 在低保对象激增、低保覆盖面不断扩大的同时，本
研究关注的是，国家的低保资源是否准确地瞄向了贫困群体。

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农村低保目标定位政策
　 　 遭遇执行变通

自从 ２００７ 年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从中央到地

方，农村低保目标定位机制的制度设计已相对完善，低保目标定位涉及

的定位主体、定位内容、定位方式、定位程序、结果评估、监督措施与动

态调整等（李迎生、李泉然，２０１５）均有具体的技术操作规范。 可以认

为，如果严格遵循以上规范，错保、漏保现象是能够得到有效遏制的。
然而在 Ｎ 村，低保目标定位的公平性却遭到了质疑。

（一）几个典型案例

在调查中，我们获得了一份 Ｎ 村低保对象的花名册，通过对村民

的访谈并根据课题组反复的实地观察、核算，我们得出的判断是：Ｎ 村低

保对象中符合救助要求的有六至七成，有三成左右的受益人为非目标群

体。 深入探访我们发现，Ｎ 村低保目标定位的偏差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通过简单的家庭探访便能直观感知到村民家庭困难

的严重程度，他们是明显符合低保享受条件却未被纳入低保救助范围。
“应保未保”在 Ｎ 村表现得非常典型。 Ａ 老汉家就是 Ｎ 村具有这一典

型特征的家庭。 Ｎ 村的贫富分化首先表现在居住区域分布上，Ａ 老汉

家居住于 Ｎ 村祖居之地的老宅区，目前仍然居住于这一区域的家庭主

要是没有能力搬至新宅区建设新房的贫苦家庭。 其次，外显的住房状

况和家具陈设同样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出家庭的经济状况。 Ａ 老汉家

居住的仍然是接近消失的低矮破旧土坯房，屋内家具稀少陈旧，几乎没

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 再次，Ａ 老汉家缺劳力。 Ａ 老汉无子，大女儿和

二女儿已出嫁多年，已 ３５ 岁的小女儿则因患先天性偏瘫，至今仍需要

Ａ 老汉及其老伴照料。 种地收入是其主要生活来源。 此外，在前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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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充沛时，Ａ 老汉多在 Ｎ 村及附近几个村庄收废品补贴家用，但近

些年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这些副业均已中断。 截至调查时 Ａ 老汉的

年家庭收入在 １９６０ 元左右，①入不敷出。 在 Ｎ 村，像 Ａ 老汉这样通过

简单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便能直观判别困难程度的家庭尚有不少，我
们在调查中发现，这部分贫困程度显著的家庭很多没能享受到低保

救助。
第二种情况是明显不符合低保条件，却被纳入救助范围。 在 Ｎ

村，这类享受到低保救助的人群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与村干部存在宗

亲关系（包括亲缘、姻缘等）。 Ｎ 村会计就将其父母分别纳入了低保，
一个家庭就占了两个低保名额。 二是在村内地位相对较高的精英人

士，他们一般都与村干部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Ｂ 先生就是利用其

兄长的政治影响力享受到低保待遇。 Ｂ 先生的哥哥在 Ｙ 县担任要职，
凭借这一关系，Ｂ 先生顺利拿到了黄沙开采证，承包了 Ｎ 村附近沙场。
据保守估计，仅黄沙开采一项其年收入就在 ４０ 万元以上，家业兴盛。
但 Ｂ 先生同样“争取”了村内的低保救助。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低保在

Ｎ 村不仅仅是一种利益或待遇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它已被扭曲成了

“荣誉”之争。 在 Ｂ 先生这样的村内精英看来，低保给他们提供了一个

展示其在村庄社会地位、个人能力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向其他普通家庭

突显他们与村干部的友好关系。
第三种情况是贫困状况难以准确甄别，但因个人极端或异常行为

而获得低保救助。 这里所说的极端或异常行为主要是指那些在村民看

来喜欢“挑事”、喜好冒尖的村民，通过“上访”或其他极端行为达致某

些个人目的。 多数情况下，村干部在面对这类人群的上访或其他过激

行为时，通常会以“低保换稳定”的方式来化解冲突。 Ｃ 先生就是因上

访、“打官司”而意外获得低保救助的。② 调查进行时，Ｃ 先生的家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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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 老汉家庭收入主要靠种地收入，全年约 ７００ 元，地亩补贴合 ２６０ 元，两个外嫁女儿每年

接济约 １０００ 元。
事情的缘由是村委会原本租赁东队村民组 ３ ５ 亩土地（该地块多为 Ｃ 先生家承包耕地）
用于建立村部小学，２０００ 年该小学搬迁至新的安置点，Ｎ 村村民委员会在未经东队村民

组（主要是 Ｃ 先生）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土地上的旧校舍转租给第三方李某发展黄牛

养殖。 后 Ｃ 先生以东队村民组代表的名义与村委会在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签订了一份土

地租赁协议，租赁期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每年土地租赁费 １０００ 元，５ 年

共计 ５０００ 元。 合同签订后，村委会又同意合同期满后再交租赁费，然而在 ２０１２ 年合同

到期后，村委会未能履行付给东队村民组租赁费的协议。 Ｃ 先生遂将村委会告上县

法院。



收入在 １２０００ 元左右。
在农村低保目标定位制度设计不断完善的情况下，Ｎ 村错保、漏保

现象依然十分突出。 上述偏差是如何发生的呢？

（二）低保政策目标定位遭遇执行变通

农村低保政策是由上至下逐级下达，但具体的执行则是自下而上

进行的。 在整个执行过程中，村一级的“街头官僚”在国家政策的具体

执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Ｎ 村负责低保工作的主要是村支书、村长、会计和计生专干。 按照

低保申请程序，首先需由村民向村委会提出申请，村委会研究通过后会

让村民填写相关申请材料，然后村委会派人入户核实申请材料的真实

性，继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予以讨论和评议，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名单会

在村部公示 ７ 天，待村民无异议后上报乡政府。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村
委会对这一过程作出了诸多变通。

首先，村民提出低保申请并不总是能引起村干部的重视，村干部常

以各种理由予以驳回。 像 Ａ 老汉这样的家境在 Ｎ 村几乎是尽人皆知

的，他多次向村委会和乡政府提出救助申请。 对此村干部给出的答复

要么是村里没有指标，需要等待；要么是村委会没权申请，需要个人到

乡里去申请。 总之，Ａ 老汉的低保申请始终未获批。
其次，低保申请材料填写的规范程度不高。 Ｎ 村申请低保的村民

文化程度偏低，申请材料主要由村干部代填。 低保申请材料是判断低

保申请家庭是否具备条件的重要凭证，在村干部那里并没有得到认真

的对待和严谨、规范的填报。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村干部事先已属意于

某一特定人选，其家庭收入的填报“自然”会符合申请条件。 低保数字

化系统并没能保证低保所要采集的数字信息与低保申请家庭真实的经

济信息相一致，而是悬浮于村民的真实生活之上（王雨磊，２０１６），完全

失去了其应有的判定价值。

假如说按那一套规定的程序来，首先你就要面临一个问题，申
请低保的村民基本都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你咋让他

填？ 表上的那啥转移性收入、有价（证）券……麻烦得很，根本没

法算，俺们也只能根据他家庭的大概情况去填……这些表格上的

东西也都是个形式，主要还是通过平时对这一户人家的了解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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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底是真困难还是假困难。 （访谈资料 ＨＹＮ２０１４０１１９ＷＺ①）

再次，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 从

中央到地方，均强调了低保民主评议的不可或缺性。 农村低保实施的

最初两年，Ｎ 村也进行了民主评议，但常常僵持不下，后来民主评议组

成人员演变成了由村干部指定村民参加，到今天 Ｎ 村的民主评议已沦

为“走走程序”的一个形式。
最后，低保对象并不能做到完全公示。 在 Ｎ 村乃至 Ｙ 县，低保（申

请）对象名单公示一直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

中，出于多种因素考虑，Ｎ 村低保对象只进行了有限度、小范围的公示。
在乡层面，按规定，乡民政所主要承担三方面的工作：对各村提供

的低保申请名单派人入户复查，进一步核实之后乡镇再次公布准保人

员名单，并在签署意见后上报至县民政局。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作为监

督部门的乡镇一级民政所由于人手有限，工作任务繁重，出现了监管软

化、监管乏力的问题（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 １９９１；薛立强、杨书文，
２０１６）。 “乡里工作人员总共两个人，根本不可能挨家挨户核实（访谈

资料 ＨＹ２０１４０４０９ＤＱ）”。 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基于与村干部之间

的熟人关系，“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对 Ｎ 村提交上来的低保申请名

单一般不会提出异议，更不会进行实质性的入户复查，大多采取“睁只

眼，闭只眼”的默认态度。

你没听说么，官官相护，他们都是一体哩，乡里就不用下来查，
他都知道是哪些人在吃低保，他们天天和村干部打交道，心里明镜

哩，咋可能下来查呢。 （访谈资料 ＨＹＮ２０１４０１２１ＸＪＰ）

Ｙ 县民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抽查和审批低保申请。 按规定，县民

政部门须按 ３０％的比例对低保申请者进行抽查。 但由于人员、经费等

多方面困难，抽查一般难以落实。 在具体审批过程中，Ｙ 县主要是依据

乡政府提交上来的申请材料，包括申请承诺书、调查授权书、家庭经济

申明书、入户调查表、民主评议表和申请审批表这六份表格，以其中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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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家庭人口基本特征作为判断依据。
可见，从村到县，低保目标定位的制度设计在执行中均遇到了策略

性的变通。 应当承认，有些变通策略具有必要性，使政策能更好地落

地；有些则是明显不合理的，是为了使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地方、集团、
家族或个人等利益（Ｌｉ ＆ Ｗａｌｋｅｒ， ２０１６）。

四、福利治理与农村低保目标定位偏差的发生

调查表明，农村低保目标定位的细致规定到了基层大多被做了变

通处理。 那么，需要追问的是，这种变通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根据本文

的分析框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探求特定的福利治理场域对低保目标

定位的影响。

（一）人情、关系为本的乡土理念牵制着低保目标定位的客观公正

在与 Ａ 老汉的深入交流中我们发现，受农村“熟人社会”场域中传

统“礼治”的熏陶，Ａ 老汉深谙“找人办事哪有不送礼”的道理，只是他

觉得他所要办的事情性质较为特殊，本来就是因为贫困需要政府救济

才能维持生活，结果却变成了“要想吃‘肉’，必须先从自己身上割块

‘肉’下来”。

刚开始俺以为俺这么特殊的情况，村里、乡里会照顾一下，网
开一面。 结果根本不管你有多穷，没人、没钱、没关系，就是不给你

办。 说再多好话也不顶用。 （访谈资料 ＨＹＮ２０１４０１２０Ａ）

可以看出，Ａ 老汉没能申请到低保并不是“指标不够”。 国家以贫

困程度为标尺的公平性福利治理理念进入到乡土场域时，已然为乡土

场域中传统的“礼尚往来”观念所重塑。 本为“公事”的低保到村干部

那里俨然变成了“求我办事就要按照‘规矩’来”的乡土场域传统。
在 Ｎ 村，像 Ａ 老汉这样凭简单的入户走访就能直观感受其贫苦家

境的家庭却未能享受到低保救助，真的是因为“指标”问题吗？ 为此，
我们对 Ｎ 村的低保户分布状况和特征进行了探查。

Ｎ 村共划分为 ９ 个村民组，有 １３１ 户低保户。 其中村长李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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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庄的低保户数量约占总数的 ４０％ ；村支书王某所在的王庄约占

２０％ ；村会计岳某所在的岳庄约占 ２０％ ；剩下的 ３ 个村民组中，平均每

个组占据了不到 ７％ 的名额，其中还有一个组低保对象处于空白状

态。① 依据这一分布状况，我们发现 Ｎ 村低保对象多分布于村干部所

在村民组。

救助对象说来说去都是村里面那些人定的，转来转去都是那

些和村干部关系比较近的。 （访谈资料 ＨＹＮ２０１４０１２０ＸＪＬ）

俺村的低保户大都在支书、村长庄上，都是先紧他们自己亲戚，
到穷人了指标差不多就快没了。 （访谈资料 ＨＹＮ２０１４０１２４ＸＣＷ）

不难看出，Ｎ 村低保对象的挑选并不是完全客观地按照家庭困难

程度进行定位的，乡土场域中“关系”的亲疏远近成为能否获得低保救

助的重要变量（Ｌｉ ＆ Ｗａｌｋｅｒ， ２０１６）。
特定场域中政策执行者所处的地方性情境对于理解政策执行逻辑

至关重要（Ｂｉｆｕｌｃｏ ＆ Ｃｅｎｔｅｍｅｒｉ， ２００８）。 村干部的一席话让我们对“街
头官僚”的形象经历了由先前的批判转向了一定程度上对他们所处的

特定场域“情境”的理解。

低保就那么点指标，每个人都想捞一点，不给这个（亲戚），他
骂你忘恩负义，当芝麻大点官就把穷亲戚甩到一边去；不给那个

（朋友），他说你不讲义气，不够哥们，背地里骂你。 还有些人根本

就不缺，但你还得照顾到他，不然他说你没把他放在眼里，又是拿

领导来压你，那咱也是没办法的。 （访谈资料 ＨＹＮ２０１４０１２３ＷＺ）

乡土社会的福利治理理念是由乡土场域中的“差序格局”所规制

和塑造出来的，这一乡土场域形塑下的福利治理理念是“情”和“理”，
处于这一“情理”社会中的人并不直接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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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姓、王姓分别是 Ｎ 村第一、第二大姓。 据村民所述，村支书和村长必须由这两个姓氏的

村民担任，如果村支书姓王，村长则必须为李姓，反之亦然。 李姓人口分布集中，规模最

大；王姓人口规模次之，其他姓氏则规模较小。



建立在恩情、关系、面子等非理性因素基础之上的利益最大化（翟学

伟，２００４），如果身处这一场域中的村干部逾越了这一“熟人社会”中

“差序格局”所秉持的特殊的“情理”处事原则，采取“秉公执法”的处

事办法，那么他们极易受到“差序格局”序列中他人的攻击，对其行为

进行“规训”。 在 Ｎ 村这样传统观念十分浓厚的乡土场域，村民为人处

世的原则不是单从理性的、逻辑的思维和条文制度规定的角度考虑，而
仍然是以人情、面子、权力等文化传统为根，通过走后门、找关系、托人、
求情或者还人情、还情债等方式进行关系运作（翟学伟，２００４）。 正是

在这一情理社会场域中，人们通过人情、面子的运作，致使村干部难以

避免地陷入人情困境，低保目标定位的制度设计文本、规章、条例等丧

失了规范效力，乡土场域所形塑的人情式的福利治理理念吸纳、重构着

进入这一场域中的国家低保政策的法治化和公平性，进而致使低保政

策目标定位产生偏差，错保、漏保问题突出。
由此，对低保目标定位偏差原因的阐释已很难简单地停留在对基

层政策执行官员自由裁量权、职业操守的批判上（Ｍａｙｎａｒｄ⁃Ｍｏｏｄ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Ｎａｙ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刘芬，２０１５），这种以情理社会为核心特征

的场域是当前乡村福利治理的社会文化土壤，当法理意义上的低保制

度进入到乡土情理意义上的实践场域之中，二者价值理念的冲突必然

导致低保目标定位丧失规范效力，现代公平性福利治理理念被形塑成

一种以人情、关系为底蕴的福利治理理念。 正是这一福利治理理念在

根本上牵制着现代福利实践活动的公正实施，致使社会政策在乡村难

以实现精准的目标定位。

（二）基层社会的“无讼”治理目标压制、吸纳了低保的保护性目标

前述案例中的 Ｃ 先生抓住 Ｎ 村村委“害怕把事情闹大，上面不好

交代”的心理，虚张声势地把村委会告上了法庭，Ｎ 村村委也一改之前

傲慢态度，以低保为砝码，通过暗箱运作，将 Ｃ 先生非公开地纳入低保

救助，从而避免了一场“官民之战”，将官民恩怨化解于无形。 这一行

为背后隐藏的是乡土社会为了实现乡土生活正常运转的自我调节机

制。 从外在结构上看，乡土社会是一个乡土性的“面对面”的熟人社

会，“差序格局”决定了低保政策“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

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乡土社会正常的人际交

往关系；从内在规则看，乡土社会是靠“礼治”来维持秩序，“为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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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 （费孝通，２０１１：
６７），乡土场域中“无讼”的传统制约着“官民之战”的出现。 总之，内在

的“礼治”规则和外在的“差序”结构自动调节着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

维护以及社会的正常运转。 一旦村民之间发生纠纷，人们首先考虑的

不是单纯的纠纷利益的获取，而是破坏了的关系网络的修复以及未来

持久生活的安定和谐。 因为在乡土社会中，生存秩序是第一位的（栗
峥，２０１０）。 为了追求乡土社会生活的安定氛围与人际和谐，面对“熟
人”，面对“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起的村民”，人们很难采取“彻底撕破

脸皮”的做法，那样不仅难以解决乡土“冲突”，还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

盾，破坏传统的乡土社会秩序。 因此，为了维护 Ｎ 村整体上的安定和

谐，避免矛盾激化，保证村民生活秩序上的正常运行，村委会以低保救

助的形式安抚 Ｃ 先生，由此低保的保护性目标便被乡土社会的秩序性

目标所吸纳。
乡土场域的秩序性目标压制、吸纳低保的保护性目标的偏差行为

因与国家的维稳性目标契合，往往会得到基层政府的默许。 我们在对

Ｙ 县民政部门的访谈时发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的一

项硬性的、总体性的治理目标。 在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中，维护社会稳

定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
近年来，越级信访行为（主要是进省、进京的信访）成为各地基层

政府的心腹之患。 在 Ｙ 县，县政府每年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劝阻

各类越级信访行为。 有时 Ｙ 县还会派出副县级干部进京与上访者谈

判。 在截访和接访过程中，低保成为双方重要的“交易工具” （ Ｌｉ ＆
Ｗａｌｋｅｒ， ２０１６）。

可见，社会政策目标定位机制的实施并不是孤立的福利实践行动，
国家福利资源的配置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政治的过程（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６）。
当一线工作者面对多重治理目标时，他们会对这些治理目标进行优先

排序，所有任务目标都要服从于最为重要的治理目标（Ｒｉｃｃｕｃｃ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当前，相比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等治理目标，社会政策维护

公民社会权利的福利目标则降到了次要的位置。 换言之，在某些情况

下，社会政策的社会保护性诉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性诉求之间会出现

不一致的情况（Ｌｉ ＆ Ｗａｌｋｅｒ，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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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向型的福利治理关系阻碍了福利治理主客体之间的平等互动

低保目标定位过程中的福利治理关系主要体现为目标定位主体与

对象之间的互动机制。 依据治理理论，对等性的互动是低保目标定位

中福利治理关系的内在要求。 但在 Ｎ 村，对等沟通的福利实践很难

实现。

哪个贫困（哪个）不贫困还不是村委会一句话的事，你自己去

找，他们说去申请，他们不理你也没办法。 自己这种情况就应该

有，但是就算去要也不给，就懒得去了，今年再去试试看，不过有没

有还是村里说了算。 （访谈资料 ＨＹＮ２０１４０１２３Ａ）

乡土社会权力结构带有“长老制”、“家长制”色彩，基层所表现出

来的并不完全是许多权利上相等的公民共同参与的政治（费孝通，
２００４：９２）。 在 Ｎ 村，我们发现，村干部与一般村民之间的关系确实存

在某种程度的不对等，在公事处理过程中，弱势村民的低保诉求更难以

得到村干部的回应，村干部表现出家长制官僚主义的作风（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 在这一场域中，低保目标定位的福利治理呈现出来的是一

种自上而下、有求无应的单向性治理关系。
信息资源在低保目标定位过程中占据着核心位置，而福利治理中

的治理关系直接关系到信息资源获取的渠道、质量和效率（王雨磊，
２０１６）。 应当说，随着网络的普及，民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互动关

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在 Ｎ 村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在低保目标定位

中，民众试图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互动，但政府相关部门却很难放低姿

态与民众平等地交流与沟通。 在 Ｙ 县的政府门户网站上，我们看到一

则留言，Ｃ 乡 Ｄ 村一位农村小伙为了给自己已 ７４ 岁、瘫痪两年并且无

直系亲属照顾而只能住在 Ｙ 县养老院的外公申请低保，先是央求村干

部，在多次央求无效后他选择了网络留言，以期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和

回应。 但一直杳无音讯。
这表明，当前农村的福利治理关系仍然是一种单向性、非对等的互

动模式。 这一非对等、无回应的互动机制，造成低保目标定位过程中福

利对象的诉求在基层遭到无视。 与此同时，上达至更高政策执行系统

的渠道在基层就受到阻滞。 这种单向性、非对等的福利治理关系严重

束缚了社会政策目标定位过程中信息资源的流通。 官民之间非对称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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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相互流通的信息资源互动机制必然制约着低保实现精准化的目标

定位。

（四）缺乏有效监督的福利治理过程导致低保目标定位难以精准

在低保的目标定位过程中，实行什么样的福利治理机制，对低保目

标定位能否实现精准化关系极大。 在对 Ｎ 村目标定位实施程序的调

查中我们发现，Ｎ 村村委向我们陈述的低保享受条件和目标定位程序

与实际实施状况并不一致。

没有听说过村里谁“吃低保”还要俺们村民评议一下，都是村

干部决定，俺们老百姓做不了主。 （访谈资料 ＨＹＮ２０１４０１２５ＺＳＬ）

从表面上看，低保目标定位顶层制度设计在基层的福利实践中沦

为了形式，失去了规范基层实践的效力；但究其深层意义，实质是顶层

民主化的福利治理机制设计进入到基层场域之中发生了变形。 背后所

折射的是传统乡土社会管理机制的“长老统治”、“家长制”特征，传统

权威在治理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韦伯，１９９７：２５７、２６４；费孝通，
２００４：９２）。 这一机制表现出了浓厚的独断色彩，村干部的权威可以压

服质疑者（王雨磊，２０１６），单方面决定低保资源的配置，民众被排除在

决策系统之外（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 １９９９）。
在低保信息公示制度建设方面，省、市、县下发的文件都强调要实

行民主评议，让民众参与其中，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最终确保

低保目标定位机制的民主运行。 那么，Ｎ 村为什么敢违背上级旨意，对
低保对象的定位实施封闭决策呢？ 仅仅是因为“天高皇帝远”，上面无

力对 Ｎ 村的低保决策形成有效监督吗？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交流中 Ｙ 县民政部门的领导向我们道出了政府部门的顾虑：

低保要说难他也难，要说弄也好弄，关键是只要是没有维稳这

一块，（没有）这样紧张的压力。 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对

象在你这个村部公示出来，乡镇里……他不敢公示……上边呢他

要求公示，上边也是三令五申光要求公示……但是他不敢公示，他
公示了之后，有些本来就是为了维稳，缓解这些矛盾，把他纳入低

保了，实际上他是不符合低保（条件）的。 这样的人敢公示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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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老百姓一看，准跟他捣！ 那就必须要取消了，但是呢，他又不

敢取消，你取消了，要么他进省了，要么他进京了，一进省一进京，
那动静就大了。 省里往下追，县里往下追，那你乡里……（访谈资

料 ＨＹ２０１４０４０８ＸＹ）

可见，农村低保目标定位运作中，带有独断性质的福利治理机制的

形成还受制于维护社会稳定这一基层总体性治理目标。 为全力平息矛

盾，避免事端，基层在低保目标定位过程中会牺牲民主决策机制，实行

封闭式决策，一切以掩埋、消解社会冲突为目标。 这与上级政府总体性

的治理原则相一致，故而上级部门对基层为维稳而采取的违背程序的

封闭决策机制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认策略。

五、转型期乡土社会福利治理的特征

上述分析为我们呈现出当前农村福利治理的特征：人情、关系等传

统乡土观念仍主导着低保目标定位的具体运作；低保满足目标人群社

会保护这一需求被基层治理的总体性目标所吸纳、内化和裹挟，以服务

于维稳这一前提；福利诉求渠道不畅，沟通机制不顺，体现出来的仍然

是一种传统的单向型管理关系；低保目标定位过程仍延续了传统的家

长式作风，其机制是独断式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可以认为，当前我

国乡村的福利治理仍然带有较浓厚的传统性管理色彩，我们姑且称之

为“偏传统型福利治理模式”，而“转型中的乡土社会”则是形塑这一模

式的深层背景。
费孝通曾称中国的传统社会为乡土社会（费孝通，２０１１：３６ － ４８、

５６ － ５７）。 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关系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规范每个人的

行为，人们彼此之间有着高度的了解。 乡土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
社会，它是由无数的私人关系搭建成的网络。 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

着一种道德要素，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要看所施的对象与“自己”的
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总之，贯穿在乡土社会中的主线是差序格

局，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情关系，维持这一人情秩序的力量和

基本规范则是隐藏在其背后的传统“礼治”。 这种乡土社会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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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传统正是福利实践发生的场域特征。 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费孝通那里，“差序格局”发生的基本环境，即乡土社会是一个

封闭的、人口几乎不流动的、经济自给自足的并带有一定排外性的场域

（杨善华、侯红蕊，１９９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土社会人际关系

历史传统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孙立平，１９９６）。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

经济体制变革，商品生产进一步冲击着传统的、以重感情为特征的亲属

关系，经济利益成为农村中亲缘家庭联系的重要纽带（王思斌，１９８７）。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其价值理念也不断地入侵到乡土社会之中。
近年来，诸多学者提炼出了丰富的理论概念，对以“差序格局”为核心

的传统社会关系特征的变化加以阐释，如“工具性差序格局”（李沛良，
１９９３）、“差序格局理性化” （杨善华、侯红蕊，１９９９）、“工具性圈层格

局”（谭同学，２００９）、“圈层结构”（宋丽娜、田先红，２０１１），等等。 这些

概念的核心内涵是指传统社会由血缘、地缘内生的伦理、关系、人情等

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殊主义的交往、处事原则逐渐被经济、权力等生发出

来的、以利益关系为主的普遍主义原则所取代，即传统社会关系开始由

“人本主义”向“事本主义”过渡（吴毅，２００７），“以情为先，为情所忌”
的传统乡土社会关系遭到挑战，乡土社会关系逐渐向更加理性的“实
利化倾向”过渡（谭同学，２００９；肖瑛，２０１４）。 我们可以将这一场域背

景称之为“转型中的乡土社会”。
当现代意义的农村低保制度进入“转型中的乡土社会”会出现什

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结合本文的分析框架，就“转型中的乡土社会”，
即乡土场域对“偏传统型”福利治理模式的形塑机理做进一步阐述。
依照布迪厄的场域内涵，“乡土”已不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而是一个

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差序格局思想、礼治文化观念、情理处事原则、
“无讼”的秩序传统等均体现出了“乡土”这一社会空间自身的运行逻

辑和规则。 在这一场域中，乡村干部、Ａ 老汉、Ｂ 先生、Ｃ 先生以及 Ｎ 村

其他村民都占据着不同位置、拥有不同的资源，乡土构成了一个由客观

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系统。 为争夺资源，乡土社会同样演变成了一个

充满争斗和博弈的场所，Ａ 老汉、Ｂ 先生、Ｃ 先生等村民会利用自身所

拥有的资本和策略，与乡村干部展开激烈的博弈。 同时，每个场域都规

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布迪厄、华康德，
１９９８：１７）。 对于进入乡土场域前的国家福利政策系统来说，它同样构

成了一个由不同的行动者组成的具有自身运作逻辑和相对独立性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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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场域（Ｐｅｉｌｌｏｎ，１９９８），其独特的运行逻辑建基于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

基础———社会公正原则之上（毕天云，２００４：９５），这是社会福利属性规

定的国家福利政策的原初场域状态和理想型的福利治理逻辑。
然而，当这种以社会公正为原则的理想型福利治理逻辑进入到乡

土场域中时，二者运作规则上的差异性导致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和

碰撞。 而对于被嵌入的乡土场域来说，其作为场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

特性就是自身所拥有的具备能动性和自主性的“构型”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功能（布迪厄、华康德，１９９８：１３４），乡土场域能够利用自身内在的社会

关系系统、运作规则及逻辑等场域要素对嵌入进来的理想型的福利治

理逻辑重新形塑，从而使得进入其中的后者与乡土场域运作规则和逻

辑相适应，被乡土场域形塑了的后者于是被改造成“偏传统型”福利治

理模式，它是理想型的福利治理逻辑被乡土场域“构型”之后的产物。

六、结论与讨论

学界对于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偏差的解释形成了技术视角、体制视

角、利益视角和环境视角等不同视角，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文立

足于新兴的环境视角并借鉴其他视角，将社会政策目标定位的实施过

程泛化为福利治理活动，将政策实践置于特定的福利治理场域之中进

行研究，以揭示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偏差发生的逻辑。
基于治理理论，本文搭建了一个福利治理分析框架，由福利治理的

理念、目标、关系和过程所构成。 借助这一框架，运用 Ｎ 村调查获得的

第一手资料，探究福利治理如何在深层次上制约着低保目标定位的运

行，并探求当前制约农村福利实践的福利治理的模式化特征。 我们发

现，基层福利治理是导致农村低保目标定位偏差发生的深层原因，治理

理念、治理目标、治理关系和治理过程构成的基层福利治理结构与机制

导致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变通。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基层福

利治理与所嵌入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出“转型中的乡土社会”
约制下的基层福利治理所体现的“偏传统型”特征。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基于社会政策研究已有的大量成

果，对研究问题进行了新聚焦，运用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对社会政策

目标定位偏差的深层机制进行了更全面、系统的解释。 第二，在分析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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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将治理理论引入福利实践的研究，提出了福利治理的分析框架，
结合案例材料对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偏差发生的机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分析。 第三，将低保实践发生的场域分为直接场域与间接场域，福利治

理作为农村低保实践的直接场域，其本身又嵌入于更深层的社会—文

化场域即“转型中的乡土社会”中，受后者形塑并进而对低保实践发生

作用。 第四，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概括提炼出受“转型中的乡土

社会”约制的基层福利治理所体现的“偏传统型”特征。
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在解释角度上，只是在批判地借鉴

“技术论”、“体制论”和“利益论”的基础上，主要沿“环境论”的解释路

径进行分析。 然而运用福利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进路，针对“环境

论”的不足，这一解释进路是否科学、合理，还需进一步的尝试和讨论。
同时在调查地点方面，我们选取 Ｎ 村作为研究案例，据此得出的研究

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尚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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